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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关注聚焦在越南民族运动、政治党派
和政治走向等方面，政策调整经历了调整反思、怀柔安抚和消极观望等变化。从 1945年 9月到 1946年 3月，
国民政府利用驻军越南的便利，暗中扶助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调停越南内部的党派冲突，增进其
内部团结。从 1946年 3月到 1946年 12月，国民政府采取怀柔安抚政策，积极推动法越谈判，以期把越南时
局导向中国，保障西南国防安全及侨胞利益。法越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发动的中国内战中接连失败，
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无暇顾及。观察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认知及其政策调整可以看出：其周边外交服从
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外交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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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cused on Vietnam current situations about
Vietnamese national movement，political parties，the trend of politic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policy adjustment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about adjustments and reflections，appeasement and a watch-and-wait negative. From
September 1945 to March 1946，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facilitation of the garrison in
Vietnam，helped Vietnam KMT and Vietnam Revolutionary Alliance secretly，mediated Vietnam parties’conflicts
and promoted their internal solidarity. From March 1946 to December 1946，in order to lead the Vietnamese current
situation to China and safeguard the security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appeasement policy，actively promoted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Vietnam. After the
French-Vietnamese War broke out，the KMT defeated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war of liberation，the government
had to end up with nothing definite on Vietnam’s issue. Observing the cognition of KMT government about
Vietnames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policy adjustment，shows that peripheral diplomatic obe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the ideological diplomacy can be cl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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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民政府”）
对于战后越南认知的研究，有罗敏①探讨中国国民党
与越南的外交和党际交往情况，指出二战后国民政府
针对越南的党派工作设计了诸多方案，但执行成效与
设计相去甚远，然而，国民政府的工作在客观上促进
了越南党派的团结。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对二战后
越南问题的立场从争取托管到独立，最后同意法国重
返越南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强权政治对亚洲秩序的
干预以及中国国内局势对周边外交的制约。杨维真②
探讨了 1945~1946年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的交涉，反
映了中法两国二战后在越南问题的主张上的冲突，在
越南问题上也暴露出国民党政府机构林立、意见相
左，以及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的情况。凌其翰③曾担任
国民政府外交部驻越专员，直接参与了二战后越南问
题的设计和执行过程，其回忆录揭露了由蒋介石领导
的国民政府在越南问题上为了利益而丧失了道义。朱
偰④在越期间撰写的日记记录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
政府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和处理善后事宜，详细地记
录了国民政府在入越受降前后对越南政策的变化以
及国民政府与法国殖民势力的矛盾冲突，有重要的史
料价值。
本文拟梳理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政策
调整并总结其阶段性特征。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越南
时局的认知包括对越南民族主义和越南政治的评估，
从民族主义的维度来看，国民政府赞成越南独立运
动，但认为其缺乏组织纪律，“犹如义和团运动”，在经
济上占优势的中国侨胞时常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他
者”和斗争对象。以越南政治的维度来看，国民政府认
为越南政府的主要执权者——越南独立同盟会（以下
简称“越盟”）实力最强，但“左”倾色彩浓厚，国民政府
最为担心的是其与中国共产党“恐有联系”。对越南时
局的分析和判断决定了国民政府的决策认知是“若不
急谋补救，越局将不堪设想”；对越南外交原则的设想
从“亲华抗法”转变为“既要亲华，不必一定要反法”的
有条件地争取越南友情，从“消灭越盟党左倾势力”转
变为“进一步联络越盟”的消极观望。国民政府的政策
调整经历了调整反思、怀柔安抚和消极观望等变化，
从中可见，意识形态俨然成为国民政府与周边地区外
交的影响性因素。
一、二战后国际社会对越南问题的不同
主张
1945年 8月，越盟发动“八月革命”；9月 2日，越
盟领导人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宣布
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1945年 8月 11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戴高乐召开紧急会议指出，基于法国在越南的利益，
坚持盟国讨论日本投降的会议，法国必须在场。同年
9月 12日，主张武力恢复越南统治的法国海军上将
达尚礼重述了这一主张。英国基于“大陆均衡”政策及
对其亚洲殖民地利益的考虑，支持法国对越南的主
张。美国因其“欧洲优先”的战略，不愿意因为越南问
题与英法两国起冲突，因此，对越南问题持不干涉态
度。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态度经
历了二战前与美国罗斯福政府口头协商的“战后联合
托管”到 1945年年初“归还法国”的大转变。这个时期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越南问题的主张是“希望越南
民族自治俻渐臻于独立”⑤，其实质上的意图是不理
会、不陷入越南独立外交的漩涡中，但基于对中国西
南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和侨胞利益等问题的考虑，国
民政府极力把越南局势导向中国。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
认知和判断
（一）越南民族运动：“犹如义和团运动”
战后越南民族主义高涨，革命运动席卷越南全
境，这在国民政府看来“越南人民独立运动虽风起云
涌，实际则酷似清末义和团运动起义，毫无组织纪律
可言”⑥，并认为越盟的政令将不出河内。越南宣布独
立后，越南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浓厚，从朱偰
的日记可窥见一斑：“车入市区内，一路悬旗结彩”，
“悬中美英苏越旗（但无一法国旗）”，“打倒殖民政策、
越南是越南人的、不自由毋宁死、越南独立万岁等，皆
可表现民气之蓬勃”，“法人尚在集中营，由日人保护，
①罗敏：《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5年 4月版。
②杨维真：《抗战胜利前后中法对于越南问题之交涉
（1945~1946）》，杨天石、侯中军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
之四：战时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④朱偰：《越南受降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
5页。
⑤《凌其翰：对萧文同志所拟〈扶助越南独立方案〉之批
判》，1946年 10月 31日，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
种档案，特 11/12·2。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中央
通讯社参考信息汇编》，第五十一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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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外出，否则有生命危险”①，但是防不胜防，“1945
年 12月 25日，就有六个在大湖旁边散步的法国士
官，被越南国民党人绑架，继而全部被杀”②。东方汇理
银行河内分行的经理白兰下班途中被杀，震惊中、法、
越 3国。在越南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经济上占优
势的华侨被“殃及池鱼”，成为斗争对象。
（二）越南政治：“执政之初，一切施设似略带共产
色彩”
当时越南党派林立，有越盟、越南国民党、越南革
命同盟会、越南民主党等党派，国民政府认为，其中越
盟实力最强，主要领导是胡志明、武元甲和范文同等
人，有许多民众拥护他们，“中北两圻百分之九十民众
均拥护之执政之初，一切施设似略带共产色彩”③。越
南国民党与中国国民政府联系紧密，奉三民主义为该
党最高纲领，其领袖是阮祥三、严继祖等人，但阮祥三
“缺乏知识能力，纵使党务发展益将无力控制”④。越南
革命同盟会是二战期间由中国著名抗日名将张发奎
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其领袖是阮海臣。国民政府认为，
越南革命同盟会缺乏号召力，“该党久离越南，在越号
召力量甚为薄弱，远不及越盟党”⑤。越南民主党实力
最弱。越南革命同盟会与越盟于 1945年 10月 23日
宣布合作，但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甚至出现火拼。同
年 11月 12日，越南革命同盟会与越盟之间发生武装
冲突，在中国军队的介入下双方才得以和解。国民政
府倾向于扶持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但这两
个组织的领袖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国民政府对越盟有
好感，但顾忌越盟的“共产色彩”。
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
政策调整
（一）积极调整：“若不急谋补救，越局将不堪设
想”
越盟的掌权引起国民政府的恐慌。1945年 9月
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戴笠的
报告尖锐指出：“若不急谋补救，越局将不堪设想”⑥，
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对越工作机构。
当时，国民政府对越工作机构设置有海外办事
处、指导部和军事处等部门，政治部负责派遣指导代
表，具体业务由军事处负责，对越南具体事务的部署
则由军令部掌控。国民政府对越工作机构层叠、政出
多门、效率不佳。在入驻越南后，国民政府重新调整机
构，仍采纳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形式，由张向华（即张发
奎）为指导代表，刑森洲为其幕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
协调各部委工作。1945年 10月，国民政府指示刑森
洲“与越南国民党取得联络，并协助其训练干部，供给
通讯，以增强安南办事处之力量”⑦。
根据盟军统帅部的指令，中国军队入越接受越南
北纬 16°以北的日军投降。1945年 9月，中国陆军第
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军队进驻越南，随行的有国
民政府行政院越南顾问团，顾问团由国民政府军政
部、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粮食部和中央党部人员
组成，主要目的是利用驻越之便，干预越南政治，以期
将越南时局导向中国。
根据这个时期的相关档案，国民政府军政部和中
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越南问题进行过专门汇报，主要
是汇报越南党派的政治发展趋势，情报来源包括国民
政府海外领事部负责人、军政部以及越南国民党或越
南革命同盟会“亲华派”领袖的汇报等。例如，1945年
11月 20日，国民政府海外领事部刑森洲致函中国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汇报越南政治动态，
尤其是越南共产党解散的情况；卢汉则于 1945年
12月 14日从河内发电报给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会，汇报越南政治党派概况，对越盟、越南国民党和其
他党派的沿革、组织及实力、政治策略等情况进行详
细汇报。
驻越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团的外交部驻越
特派员凌其翰代表国民政府多次秘密与越盟政府主
席胡志明、军委会副委员长武鸿卿等人会面，加深彼
此政治互信；军政部则解决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
臣与越南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化解越盟内部矛盾，
维护越南北部治安，维护中国侨胞安全，客观上为新
生的越南政权创造了和平环境；财政部解决了越币
500元在越南北部的通行问题；外交部和军政部促进
越盟各党派精诚合作，就越南人与华侨利益冲突问题
①朱偰：《越南受降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
5页。
②《萨朗回忆录》，第一卷，第 256页，转引凌其翰：《我的
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20页。
③⑤《尹凤藻上蒋介石呈》，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藏，特种档案，特 11/16·27。
④1945年 12月 14日，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特种档案，特 11/17·13。
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致中央秘书处
函》，1945年 9月 18日，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
档案，特 11/1·21。
⑦《张寿贤上吴铁城呈》，1945年 10月 21日，中国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 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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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与胡志明政府进行交涉，妥善解决中法两国海防
冲突以及调停法越两国冲突。
从当时的情况看，国民政府这个时期的对越工作
有一定成效，越南人民欢迎国民政府军队入驻，究其
原因有二：一是基于传统宗藩关系情感的延续，国
民政府同情、支持越南革命；二是二战后国民政府极
力恢复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这推动了国民政府在越
南问题上的积极作为。
（二）怀柔政策：争取越南时局导向中国
根据二战后签订的《中法协定》，“驻越南北纬十
六度以北之中国军队交防，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期间
开始，至迟应于三月三十一日完毕……中国军队须取
海道撤回而不能在交防后登轮者，可在附近登轮口岸
之停留区域内集中，在物资条件许可之状态下尽快撤
退”①。中国驻军撤出越南后，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将要
移师中国东北战场进行内战准备。基于地缘政治和华
侨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指示在撤军前军队
当保障当地秩序，积极推动法越谈判。
由于战争的蹂躏，法越两国的经济都在衰退，需
要时间恢复生产。较之英、美各国，当时法国的经济发
展落后很多。1945年法国的钢生产总量为 166万吨，
是美国的 2.3%、英国的 13.8%；1946年为 441万吨，
是美国的 7.2%、英国的 34.2%；1947年为 573万吨，
是美国的 7.4%，英国的 44.3%；1948年为 724万吨，
是美国的 9%、英国的 55.2%②。战争同样给越南带来
了巨大的创伤，导致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下滑，
以煤产量为例，1943 年是 102 万吨，1944 年是 53.7
万吨，1945年是 23.1万吨，1946年是 26.2万吨，1947
年是 24.8万吨，1948年是 35.5万吨③。以往一些研究
认为，法越两国的谈判是法国在为军事物资就位争取
时间，或认为越南是迫于苏联的压力与法国进行谈
判，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时间对于法越两国来说都有
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对于法国，越南更需要时间
恢复经济发展。正如越盟主席胡志明所说，“愿使越南
独立运动能藉不流血方法获得成功”④。可以肯定，胡
志明倾向于谈判的做法，因为这既能争取国际社会对
越南的同情，又能达成和平的目的，比较理性。但是，
法越两国彼此缺乏政治互信，谈判需要第三国的推动
和参与。“胡志明向邵百昌（中国驻军军政部特派委
员）再次表示，为了不受法国当局欺骗，签字时盟国代
表务必到场。所以，中英美等国都以公证资格参加了
典礼”⑤。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1946年 3月 6日，越
盟代表胡志明、武鸿卿，法国代表圣德尼签订《法越初
步协定》，内容为“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
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
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份子。关于三‘圻’合并
问题，用人民表决方式征询人民意见。缔约双方应该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各保持其军
队于原有阵地，并造成一种必要的有利气氛”⑥。法军
登陆的具体数量、行动方式作为附属协定规定。协定
签订后，“越南政府倾颁布命令，禁止一切集会遊行，
並严格管制报章杂志言论”⑦以保证中法两国驻军顺
利交接。法越两国谈判经历越南河内—大叻—法国巴
黎这几个阶段，1946年 9月14日，胡志明与法兰西共
和国临时政府代表、法兰西殖民部部长马里尤斯·莫
戴在巴黎签订《法越临时约定》，基本上恢复了法国在
越南的经济、文教、货币政策等权益，“越南所得权利
仅为在各邻国遣派越籍领事一项”⑧。
凌其翰根据 1946年 9月 14日的法越两国协议，
认为越方的态度更为妥协，法国在越南的权益基本恢
复到二战前的水平。在随后的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
上，国民政府认同凌其翰的判断，令其负责策划对越
方案的拟定和实施。凌其翰的方案得到认同，在于其
洞悉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关注点——越盟与中国
共产党的联系。国民政府对越南政策的核心在于切断
越南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去除其“左”倾色彩。随着
法越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发现，中国云南边境的中
国共产党军队正在向越南边境移动，似有与越南游击
队会合之意，国民政府要求凌其翰加快对越方案的出
台。1946年 12月 28日，凌其翰的《处理越南问题刍
议》出台，在处理越南问题的组织与方法上提出，“成
立中央党部、外交部、国防部各首长应组为三人小组，
为处理越南问题之最高机关”⑨。该方案侧重在越南党
①王建朗：《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
第十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 1089页。
②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统计：1945~
1978》，1979年版，第 41页。
③（英国）B.R.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
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第三版），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368页。
④《初步协定已告成立法承认越南自治驻军撤退办法
亦经议定》，《申报》1946年 3月 8日，第 1版。
⑤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 159页。
⑥⑧《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59年版，第 214页，第 270页。
⑦《越临时政府成立》，《申报》1946年 3月11日，第 1版。
⑨凌其翰：《处理越南问题刍议》，1946年 12月 28日，中
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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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工作上做文章，强调越南革命同盟会与越盟合作的
重要性，要求越南各反对党要精诚团结，争取在政府
的席位，冲淡政府的“左”倾色彩，对胡志明进行策反。
该方案的目的是切断越盟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尽量
将其导向中国国民党一方。鉴于国民政府的军队不能
直接出兵边境，在外交上不能提供声援，只能寄希望
于在越的华侨团体。凌其翰曾建议，“我们应该发动旅
越的党部团部，在不妨碍中法友谊、当地秩序的条件
下领导侨胞来争取越南的友情，使越南向着我们，而
不为中共所诱惑”①。但是，凌其翰忽略了一点，即当时
的华侨是越南民族主义斗争的对象，没有能力向政府
施压。事实上，中法两国协定签订后，部分越南人认定
中国出卖越南国家利益，愈发仇恨华侨，时常造成华
侨财产损失。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打算借助法越两国
协定中在“邻国派遣越籍领事一项”来做文章，对越南
在华设立机构进行秘密援助，既能防止越盟转向反华
轨道、保护华侨利益，又能避人耳目、不至落人口实。
法越战争爆发后，法越两国协定作废，这些设想不了
了之。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怀柔政策只是为
了安抚“亲华派”的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
让其争取扩大在政府的席位而已。国民政府对越南
问题的方案很理想、很全面，但由于顾虑其与盟国法
国的关系，多停留在纸上，不敢公开进行，对越南问
题的政策执行自然要大打折扣，对越南“亲华派”的援
助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此时，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
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承认，也在极力
淡化自身的共产主义色彩，例如任命越南革命同盟会
主席阮海臣担任越南政府副主席、越南国民党领袖阮
祥三担任外交部部长、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为军委
会副委员长，同时、解散了越南共产党。1945年 11月
1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公报宣言，宣布自动
解散越南共产党，以及越共党报——《解放旗报》停
刊。公报宣言内容是：“1.根据国际形势、历史及国内
环境，认为目前正越南独立千载一时之机会；2.欲完
成民族解放之伟大任务，则不分阶级党派，全国团结
一致，是为主要条件；3.为表明越南共产党实系民族
战士之先锋队，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党派利益，以贡献
于民族；4.为着打破国内外之误会，以免妨碍民族解
放之前途，越南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年 11月
11日决议，自动解散越共产党，所有共产主义信徒可
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②对于越盟的频频“示好”，
虽然国民政府在道义和情感上都希望越南独立，但却
不敢公开承认其独立。因此，对于越盟政府请求援助
和承认的事宜，蒋介石的回复是：“中国对于越南民族
之独立运动，具有充沛之同情，但希望越南人民能以
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实现独立之愿望，故盼
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予
协助。又法越双方如希望中国出面翰旋，中国政府亦
愿调停。”③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主张是“不流
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临
时政府，又不愿意断绝与其来往，遂采取安抚措施。一
方面，委婉拒绝实力援助和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
政府的请求；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吴铁
城以私人名义向胡志明赠送川缎锦料等礼品，委托在
中国成都的越南国民党代表严继祖带回越南，以增进
中越两国之间的友谊，并接待“出走”来华的阮祥三、
阮海臣等人，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接见阮祥三、阮海
臣，满足其提出的经济协助要求，并为其提供广播、发
报机及边境出入等方便，但拒绝实施军事援助和公开
承认越南独立。
（三）消极政策：从“消灭越盟党派左倾势力”到
“进一步联络越盟”的消极观望
1946年中下旬，法军进入越南北部，法越两国冲
突不断。在这段时间里，法越两国之间的军事摩擦和
政治谈判同时进行。1946年 11月，法国战争准备就
绪，炮轰海防。胡志明于 12月 20日向越南全国发出
抗战令，号召越南人民拿起武器反抗法军，法越战争
爆发。其时法军“共集中约九万人，而全越兵力不过五
万正规军，万余游击队，十万余地方团队。据估计，在
越北者最多，有五万正规军，一万游击队及三万地方
团队，合计约九万余人”④。国民政府的判断是，越南和
法国各具军事优势：法国武器技术先进，但士兵战斗
力差；越南武器落后，但军队有较好的纪律和战斗力，
因此，战事结局难以判断。此时，中国国民党正在发动
中国内战，无暇顾及边疆事务，法越战争无疑给中国
西南国防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风险。
①凌其翰：《对萧文同志所拟〈扶助越南独立方案〉之批
判》，1946年 10月 31日，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
种档案，特 11/12·2。
②《刑森洲致吴铁城电》，1945年 11月 20日，中国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 11/26·15
③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 126页。
④《策越方针会议记录》，1947年 11月 1日，中国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 1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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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阮海成、阮祥三会晤纪要》，1947年 1月 30日，中国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 11/2·108。
②《中国国民党驻港澳支部致吴铁城代电》，1947年12月
25日，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11/4·65。
③《越南问题会报第七次会议记录》，1947年 12月27日，
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 11/4·109。
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参谋唐丙峰指出，
一旦法国胜出，根据其以往的殖民经验，必然会蚕食
中国西南周边地区，并会借助越南廉价的劳动力和财
力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遏制中国西南交通线；越南方面
对中越边境的共产党军队表示欢迎和收编，同样会影
响中国国内局势。针对越南局势的复杂情况，国民政
府越南问题研究小组设计了 3种方案，分别扶植“保
大党”“亲华派”和越盟。在越南问题专题讨论会上，国
民政府内部难以权衡各个方案的优劣，认为以上方案
都不是最完善的，但又拿不出更具战略意义的方案来。
1947年 9月以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发动的中国
内战中遭受重大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战争
秋季攻势，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民政府败局已
定，对越南周边外交无暇顾及，更遑论左右越南时局
了。国际社会上，法方指责国民政府通过华侨社团组
织操纵越南独立，甚至与越盟暗中勾结，要求限期解
散中华会馆，强制实行帮长制。国民政府顾虑法方的
外交施压，愈发不敢公开干涉越南政治，随之调整为
与法国一致的立场。
综上所述，如果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前期
策越方案多停留在纸上，没有实际推进，那么，越南
“亲华派”缺乏有担当的人才以及政治人物动辄“出
走”等幼稚的政治行为则彻底让国民政府对其党派丧
失信心。法越战争爆发后，法国不愿意以越盟为谈判
对象，打算扶持保大（即阮永瑞）对抗越盟，欲拉拢国
民政府支持保大党。“惟法方已公开宣称，不愿以胡志
明政府为交涉之对手”“法方颇有启用保大王收拾越
局之冲动，曾一再试探我方意见。”①法国为尽快结束
战争，愿意向保大妥协，“法方主张组一联合之统一政
府，内政方面可由保大统治，但军事及经济贸易，必须
有法人监督”②，国民政府海外侨务部也倾向于支持保
大。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失利，其对越
南局势的立场和态度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具备太大的
影响力。因此，越南问题于国民政府已成“鸡肋”。但
是，国民政府仍延续二战后初期的做法，多次举行越
南问题情报交流会，参与会议的有国防部、外交部、中
央党部、侨务委员会、内政部和警察总署等部门。1947
年 11月 8日至 1948年 4月 3日，国民政府就越南的
边境问题、法越政策问题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问
题等召开会议多达 14次，但会议仅为通报性质，没有
实质上的意义。国民政府相关人员对于越南问题的态
度也日趋冷淡，从 1947年 11月 1日的“每周（星期六
下午二时）开会一次，交换有关越南情报”到同年 12
月 27日“本会报改为每两星期进行一次”③。从历史维
度来看，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的扶持从孙中山领导
时期就开始了，尤其是随着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持续
吃紧，其对越南国民党从战前的秘密扶持到战后的公
开支持，这样的历史援助延续到二战后蒋介石领导时
期，但总体上成效不大。在国民政府派军驻越期间，一
度获得主动权，但由于国民政府上下机构矛盾重重、
政出多门、相互制掣，情报收集重复滞后，对越机构的
干部人选并不精干，各机构对越的立场和主张也不尽
相同。越南问题是国民政府周边外交的一个缩影，反
映出国民政府的外交左支右绌的窘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关注
聚焦在越南民族运动、政治党派和政治走向等方面，
其政策调整经历了调整反思、怀柔安抚和消极观望等
变化。
当时国民政府以东方传统道义出发，同情越南革
命，曾多方收集情报，制定方案来解决越南问题，期望
通过扶持越南“亲华派”，既能发扬传统大国的道义、
保障中国西南地缘政治安全，又能扶持小国，提高中
国在亚洲的地位。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
政府重视忌惮盟国利益甚于越南利益，国民政府的外
交服从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外交已
见端倪，在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中，相关人员多次提
到越盟的“左”倾色彩，国民政府对越政策的中心是要
切断越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越盟政府的“左”
倾性质及其亲共、亲苏的意识形态是影响国民政府扶
持越盟的重要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马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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